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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风沙源区不同分区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归因分析 1 

孟 琪 1  武志涛 1*  杜自强 1  张 红 2 

(1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太原  030006) 

*通信作者   E-mail: wuzhitao@sxu.edu.cn 

摘要  以 2000—2018 年 MODIS NDVI 影像为数据源，基于像元二分模型估算京津风沙源区植被覆盖度（FVC），分

析京津风沙源区 FVC 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自然、人类活动对区

域尺度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8 年，京津风沙源区 FVC 呈增加趋势，增长速率为 0.013·(10 

a)-1，植被增加率为 8.2%，FVC 较高的区域在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其次是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和浑善达

克沙地治理区，FVC 较低的区域为北部干旱草原沙地治理区。不同分区各驱动因子对 FVC 空间分布的解释力不同。

自然因素中，年降水量是控制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和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FVC 空间分布

的主要驱动因子，坡度是控制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的主要驱动因子；人类活动中，年末大牲畜头数是控制北部

干旱草原治理区和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人口密度是控制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

和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他因子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则存在区域差异。交互

探测器结果显示，双因子交互作用以双协同作用和非线性协同作用为主。人类活动与年降水量、坡度等自然因素的共

同作用能够更充分地解释 FVC 空间分布。风险探测器识别的适宜植被生长的范围为年降水量 316.4~486.0 mm、平均

相对湿度 48.4%~57.6%、年均温 2.5~7.9 ℃的区域，其他驱动因子则在不同分区之间存在差异。 

关键词  植被覆盖度；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地理探测器；京津风沙源工程区 

DOI: 10.13287/j.1001–9332.202108.018 

Variation in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 and its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Beijing-Tianjin Sand Source Region, China. 

MENG Qi1, WU Zhi-tao1*, DU Zi-qiang1, ZHANG Hong2  

(1Institute of Loess Plateau,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MODIS NDVI data from 2000 to 2018, we estimated the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 

(FVC) by using the dimidiate pixel model and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FVC in the Beijing -Tianjin sand 

source region (BTSSR).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was used to detect the impacts of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on FVC 

spatial distribution at the regional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VC of the BBTSR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from 

2000 to 2018,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0.013·(10 a) -1 and the vegetation increase rate of 8.2%. The areas with high FVC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Yanshan Mounta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followed by the 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Desertified Land Control Area and the Otindag Sandy Land Area. The area with poor FVC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No rthern 

Arid Grassland Area.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d different explanatory power to FVC. Among the 

natural factors, annual precipitation wa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VC in the Norther n 

Arid Grassland Area, the Otindag Sandy Land Aarea and the Yanshan Mounta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Slope wa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controll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VC in the 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Desertified Land Control 

Area. In human activities, the number of large livestock at the year-end wa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controlling the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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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FVC in the Northern Arid Grassland Area and the 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Desertified Land Control Area, 

and th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controll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VC in the Otindag Sandy Land 

Area and the Yanshan Mounta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There we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other 

factors on FVC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showed that the two-factor interactions were mainly 

the double-synergy and nonlinear synergy.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with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slope could more 

fully expla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VC. The range of suitable vegetation growth identified by the risk detector was the 

area with 316.4-486.0 mm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48.4%-57.6% of average relative humidity and 2.5-7.9 ℃ of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while other driving factors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zones. 

Key words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 natural factor; human activity;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Beijing-Tianjin sand 

source region. 

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大气、水、生物、岩石、土壤等自然地理环境要素的

纽带[1]。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环境和物

质资源，同时也为其他生物的繁衍和栖息提供食物和场所 [2]。植被覆盖度（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FVC）指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3]。植被是

干旱区生态建设中的重要部分，而覆盖度是评判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 [4]。获取地表植被覆盖度及

其变化信息，对于揭示地表空间变化规律、探讨变化的驱动因子、评价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5]。 

近年来，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对 FVC 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王金强等[6]

基于 TM/OLI 影像数据，分析了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的 FVC 和植被变化情况；韩富圆等 [7]基于

Landsat 遥感数据，对武汉地区 FVC 的变化进行检测分析；裴志林等[8]采用 MODIS NDVI 数据计算黄

河上游 FVC，并分析了空间分布状况及变化特征。这些研究揭示了 FVC 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相

关分析[9]、残差分析[10]等方法定性或半定量地分析了 FVC 变化的驱动因素，而对驱动因子是如何影

响 FVC 空间分布变化的定量研究尚少。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

种新的统计学方法，不仅能够定量分析各个因子所占的权重，还能分析多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11]，探

测两因子交互作用是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独特优势[12]。 

以往的相关研究对认识植被变化的自然驱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

干预强度的不断加大，植被变化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

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京津风沙源区 FVC 驱动因子时，不仅考虑自然因素对植被变化的影响，也选取

了部分人类活动因子来量化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本研究基于 MODIS NDVI 遥感数据，采用像元

二分模型法估算京津风沙源区 FVC，分析 2000—2018 年京津风沙源区 FVC 时空变化格局，利用地理

探测器模型对京津风沙源区 FVC 驱动因子及影响力进行探测，分析研究区 FVC 变化的驱动力，以期

为京津风沙源区生态安全和植被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京津风沙源区是国家为改善和优化京津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减轻风沙灾害而划分的生态建

设工程治理区[13]。京津风沙源区（38°50’—46°40’ N、109°30’—119°20’ E）涵盖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市）的 75 各县（旗、市、区），国土总面积 45.8 万 km2[14-15]。该区地

貌类型多样，地势西高东低，分布有山地、丘陵、盆地，山川相间，盆地四周断层发育，坡度较陡；

山地海拔较高，坡度陡峻，丘陵面积辽阔，黄土覆盖[16]。研究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包含暖温带半湿

润区、温带半湿润区、温带半干旱区、温带干旱区，冬季寒冷干燥而漫长，夏季炎热多雨而短暂[17]，

年平均气温 7.5 ℃，年均降水量 459.5 mm，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全年降水不均，多集中在夏季[18]。

年均蒸发量约 2500 mm，约为年降水量的 5 倍[19]；春季多风沙天气，占全年大风日数的 70%，是京

津地区沙尘的主要来源之一[20]。根据地貌类型和植被覆盖，京津风沙源工程区分为北部干旱草原治理

区、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和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4 个亚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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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Ⅰ: 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 Northern arid grassland area; Ⅱ: 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 Otindag sandy land area; Ⅲ: 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

区 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desertified land control area; Ⅳ: 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Yanshan mounta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下同 The same below.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美国 USGS 数据中心（https://lpdaac.usgs.gov/）发布的时间分辨率为 16 d、空间分辨

率为 250 m 的 MOD13Q1 数据产品，研究区覆盖 8 景影像，分别为 h25v03、h25v04、h26v03、

h26v04、h26v05、h27v03、h27v04、h27v05，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合成逐月 NDVI 数据集。气候数据来

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提供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月值数据集，包括年降水量、年

均温、平均相对湿度，采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IDW）对气象数据进行空间

插值，插值处理后的栅格空间分辨率为 90 m。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网（http://dwtkns.com/srtm/），空间分辨率为 90 m，使用 ArcGIS 中的 3D

分析模块提取坡度信息。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是反映区域干旱情况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选

取的地面气象站的逐日气候资料处理为逐月气候资料，并采用 Thornthwaite 方法计算获得干旱指数数

据集。 

各旗、县 2000—2018 年的年末大牲畜头数、人口密度数据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21]、《山西

省统计年鉴》[22]、《河北省统计年鉴》[23]、《北京市统计年鉴》[24]、《天津市统计年鉴》[25]。因为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于 2002 年全面启动，所以各县累计造林面积数据选自 2002—2018 年《中国林业

统计年鉴》[26]。 

FVC 实测数据采用传统的针刺法（图 2），即选择 30 m×30 m 的刻度样线，每隔 1 m 用探针垂

直下刺，若有植物，记作 1，无则记作 0，然后计算其盖度[13]。每个采样地点均通过 GPS 进行定位，

然后在 ArcGIS 中将所有采样点空间矢量化。基于采样点提取相应的栅格值，野外实测 FVC 数据与

MODIS 估算得到的 FVC 值进行相关分析，以此来验证 MODIS NDVI 数据的精度。 

由于数据源和空间分辨率不同，结合模型的运算能力与研究任务的精度要求，基于最邻近距离法

对数据进行重采样[27]。由于地理探测器模型输入的自变量必须为离散型数据，因此，基于标准差分级

法对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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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野外采样点（a）与样地样方设计方案（b） 

Fig.2  Field sampling points (a) and the design of sample plot and quadrat (b).  

1.3  植被覆盖度计算   

像元二分模型假设每个像元的光谱信息均是纯植被和纯土壤两种组分以面积比例加权而成的线性

组合[28]，即; 

  （1） 

式中：FVC 为植被覆盖度；NDVIsoil 为裸土或无植被覆盖区域的 NDVI 值；NDVIveg 为纯植被像

元的 NDVI 值。理论上 NDVIsoil:值应该接近 0，NDVIveg 代表全植被覆盖像元的最大值，但是由于受

光照条件、时空变化、影像质量、植被类型等众多因素影响，NDVIsoil 和 NDVIveg 的实际值会发生变

化。在运用像元二分模型估算 FVC 时，通常根据经验取置信区间内 NDVI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

NDVIsoil 和 NDVIveg，本研究采用 0.5%的置信度截取 NDVI 的上下阈值，选取累计频率为 0.5%的

NDVI 值作为 NDVIsoil，累计频率 99.5%的 NDVI 值作为 NDVIveg估算京津风沙源区的 FVC。 

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同时参考前人[29-31]研究相关或类似区域 FVC 的分类标准，将 FVC 分为 4

类，分别是无植被覆盖度（0≤FVC≤0.05）、低植被覆盖度（0.05<FVC≤0.25）、中植被覆盖度

（0.25<FVC≤0.5）和高植被覆盖度（FVC>0.5）。 

1.4 植被变化率计算   

植被变化率指某时间段内植被活动整体趋势的变化[32]，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RCR 为植被的变化率；Slope 为 N 年植被指标变化的斜率；mean 为 N 年植被指标的平均

值；N 是时间序列长度。 

1.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能够探测各因子对模型的贡献率，能从庞大的空间数据库中提取有用的空间关联规

则[12]。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将 FVC 作为因变量，计算研究区 FVC 分异决定力值（q），其模型如

下： 

  （3） 

式中：q 是度量空间分异性的指标；h（=1，2，···，L）为分类数目；n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

的样本单元数； 和 σ2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方差。q 值范围为[0，1]，q 值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

FVC 的解释力越强[33]。 

风险探测器用于计算各驱动因子在不同子区域的 FVC 均值，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均值显著性越

大的子区域，FVC 越大，用于识别 FVC 好的区域[34]。 

交互作用探测用于识别不同因子 X（年降水量、年均温、平均相对湿度、坡度、年末大牲畜头

数、人口密度、累计造林面积）间的双因子交互作用对 Y（FVC）的空间分异解释力是增强还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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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35]，交互作用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双因子交互作用结果类型 

Table1  Types of two-factor interaction result 

交互作用类型 Types of interaction q 值比较 q value comparison 

非线性拮抗作用 Nonlinear antagonism q(X1∩X2)＜Min[q(X1),q(X2)] 

单拮抗作用 Single antagonism Min(q(X1),q(X2))＜q(X1∩X2)＜Max(q(X1),q(X2)) 

双协同作用 Double synergy Max(q(X1),q(X2))＜q(X1∩X2)＜q(X1)+q(X2) 

独立作用 Independent action q(X1∩X2)=q(X1)+q(X2) 

非线性协同作用 Nonliner synergy q(X1∩X2)＞q(X1)+q(X2) 

X1: 自变量 1 Independent variable 1; X2: 自变量 2 Independent variable 2. 

1.6  指标选取及信息提取 

1.6.1 指标选取 

有研究表明，气候因子对京津风沙源工程区植被具有显著影响，如裴亮等[36]研究表明，京津风沙

源工程区植被与降水的相关性最强；严恩萍等[37]发现，年降水量是控制京津风沙源生态工程区植被生

长的主要因子。京津风沙源区地貌差异大，山地、平原和高原是主要的地貌类型。而京津风沙源区自

古以来便是牧区，过度放牧是造成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 年正式实施京津风沙源生态治理

工程，该区域成为受人类活动干扰强烈、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鉴于以上原

因，选取年末大牲畜头数、累计造林面积、人口密度等人类活动数据。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可量

化、可获取等原则，本研究选择气候、地形、人类活动 3 大类、10 个驱动因子，探测各因子对京津

风沙源工程区不同分区 FVC 的影响。 

1.6.2 信息提取 

针对京津风沙源工程区不同分区，将各驱动因子均按照 1 标准差进行分类[14]，其中，北部干旱草

原治理区得到 31541 行数据，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得到 17061 行数据，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得

到 7784 行数据，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得到 10836 行数据。此方法可确保在同样的分层条件下探

究各因子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保证不同分区之间结果的可比性。 

1.7  精度验证方法 

本研究采用同月份较高分辨率影像与实测数据验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基于 MODIS NDVI 数据估

算的 FVC 进行验证。为了验证模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分别使用 2011 年 7 月野外观测的 42 个采样

点和 2018 年 8 月野外观测的 38 个采样点的实测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相关系数（R2）、均方根误差

（RMSE）为评价指标来验证模型模拟的精度，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4） 

  （5） 

式中：N 表示样本个数；Csi 表示模拟结果值；Coi 表示实测结果值；Co 为实测结果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精度验证 

由图 3 可以看出，基于像元二分模型估算的 FVC 模拟值与 2011 年 7 月和 2018 年 8 月实测 FVC

值之间的拟合精度较高，R2分别为 0.8367 和 0.8669（P<0.05）。80 个采样点的 FVC 实测值与模拟值

比较接近，均值分别为 0.49、0.55，二者相差 0.06；最小值分别为 0.14、0.12，二者相差 0.02；最大

值分别为 0.97、0.95，二者相差 0.02；均方根误差为 0.09。以上指标均证明利用 MODIS NDVI 数据

估算京津风沙源区 FVC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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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VC 实测值与模拟值的相关性 

Fig.3  Correlation between observed data and simulated data. 

2.2  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由图 4 可以看出，2000—2018 年，京津风沙源区 FVC 总体呈上升趋势，增长速率为 0.013·(10 

a)-1，植被增加率为 8.2%，表明生态治理工程正向作用显著。FVC 均值为 0.30，最小值出现在 2001

年（0.28），其次是 2009 年（0.28），可能是因为 2001 和 2009 年京津风沙源区发生了严重干旱事

件。最大值出现在 2018 年（0.34），表明京津风沙源生态治理工程取得一定生态成效，植被生长状

况得到改善。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的 FVC 均值最高，达到 0.48，增长速率为 0.03·(10 a)-1，植被

增加率为 11.8%，其次是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和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FVC 均值分别为 0.33

和 0.31，增长速率分别为 0.01 和 0.02·(10 a)-1，植被增加率分别为 6.4%和 13.6%，北部干旱草原治理

区 FVC 均值最低，仅为 0.22，年增长速率为 0.006·(10 a)-1，植被增加率为 5.3%。由平均值的年际变

化趋势可以看出，京津风沙源区的 FVC 呈现波动上升趋势，FVC 基础情况逐渐向好。 

由表 2 可以看出，京津风沙源 4 个分区中，无 FVC 的区域均低于所在分区面积的 1%，面积小于

1800 km2，且无 FVC、低 FVC 覆盖面积均呈减少趋势；其中，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低 FVC 覆盖区域

减少最多，减少 23.0%，表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植被生长状况好转，生态工程治理效益凸显，在

促进植被恢复方面效果显著。中、高 FVC 覆盖面积整体呈增加趋势；但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的

中 FVC 覆盖区域减少 10.4%，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的高 FVC 覆盖区域减少 0.1%，说明虽然一期治理

工程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治理区的中、高植被覆盖区域仍然存在减少现象，因此有必要在二期工

程实施中继续加强植被恢复工作，巩固和提升一期工程建设效果，进一步提高植被覆盖度，改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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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18 年不同分区 FVC 的变化特征 

Fig.4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VC in different zones from 2000 to 2018.  

表2  不同分区不同类型FVC的占比 

Table 2  Different FVC types for different partitions (%) 

区域 

Area 

无 FVC No FVC 低 FVC Low FVC 中 FVC Medium FVC 高 FVC High FVC 

2000 2018 2000 2018 2000 2018 2000 2018 

Ⅰ 0.3 0.1 71.3 48.4 28.1 51.4 0.3 0.2 

Ⅱ 0.3 0.2 19.6 9.6 74.2 82.3 5.9 7.9 

Ⅲ 0.3 0.1 11.0 5.4 85.0 89.8 3.8 4.8 

Ⅳ 0.3 0.2 1.8 0.8 47.2 36.8 50.8 62.3 

Ⅰ: 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 Northern arid grassland Area; Ⅱ: 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 Otindag sandy land area; Ⅲ: 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 

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desertified land control area; Ⅳ: 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Yanshan mounta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下同 The 

same below. 

2.3  基于 Geodetector的不同分区 FVC驱动因子 

2.3.1 不同分区 FVC驱动因子探测 

基于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模块，显示各驱动因子对京津风沙源不同分区 FVC 空间分异特

征的影响力不同。由图 5 可以看出，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的主要驱动因子是年降水量，解释力达到

61.2%；平均相对湿度的解释力仅次于年降水量，解释力为 52.3%，因此水分因素从空间上决定了该

区域 FVC 空间分布特征，成为该区域影响植被生长状况的主要驱动因子；人类活动驱动因子中，年

末大牲畜头数是影响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力。对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 FVC 空间分布影响力最大

的驱动因子是年降水量，解释力为 28.2%；其次是坡度，解释力为 26.1%；在人类活动驱动因子中，

人口密度的影响力最大，解释力为 18%。坡度是影响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 FVC 空间分布的主

要驱动因子，解释力为 28%，在人类活动驱动因子中，年末大牲畜头数对该区域 FVC 空间分布的影

响力最大，解释力为 14.3%。影响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自然驱动力和人类

活动驱动力分别为年降水量和人口密度，解释力分别为 30.1%、8.9%，由于该区域覆盖蒙、京、津、

冀等主要人口大县（区、旗），人口密度较高，人类活动频繁，因此对 FVC 空间分布状况干扰程度

较大。温度虽然是影响植被生长的主要气候因素，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年均温在工程区的不同分区的

解释力均低于 15%，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并不明显，与严恩萍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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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分区各驱动因子的决定值(q) 

Fig.5  Decision value (q) of driv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partitions. 

Ⅴ: 全区 Whole region.S: 坡度 Slope; P: 年降水量 Annual precipitation; T: 年均温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SPEI: 标准化降水蒸

散指数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RH: 平均相对湿度 Mean relative humidity; livestock: 年末大牲畜头数 

Number of large livestock at the year-end; pop: 人口密度 Population density; aff: 累积造林面积 Accumulated afforestation area.  

2.3.2 植被覆盖度驱动因子交互作用 

对影响研究区 FVC 的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进行交互作用探测，有利于揭示 FVC 空间分布变化的

驱动机制。自然因子与人类活动因子对 FVC 变化的交互作用呈现双协同作用、非线性协同作用并

存，不同分区内主导交互作用类型有差异。 

将自然因子与人类活动交互作用解释力位于前 10 的进行统计。由表 3 可以看出，北部干旱草原

治理区以年降水量、平均相对湿度与人类活动为主要交互作用类型，解释力均在 35%以上，意味着在

不同水分条件下，人类活动对 FVC 空间分布作用的强度不同。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呈现各自然因素

分别与人类活动交互的结果，作用类型以双协同作用和非线性协同作用为主，解释力在 30%以上。农

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影响程度较大的是坡度、SPEI 与人类活动的交互，且均呈现双协同作用类

型，解释力在 29%以上，说明坡度、SPEI 增强了人口密度、年末大牲畜头数、累计造林面积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以年降水量、SPEI、坡度与人类活动为主要交互作用类

型，以双协同作用和非线性协同作用为主，解释力在 30%以上。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解释

力均大于单因子的影响程度，说明各驱动因子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增强或

者非线性增强。双因子交互作用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叠加过程，而是呈现双协同作用

和非线性协同作用，即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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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 

Table 3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区域 

Area 

两因子交互 X1∩ X2 

Two-factor interaction X1∩ X2 

q(X1) 

 

q(X2) 

 

q(X1)∩q(X2) 

 
交互作用类型 

Type of interaction 

Ⅰ
 

年降水量∩人口密度 0.61 0.07 0.71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累计造林面积 0.61 0.09 0.70 双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年末大牲畜头数 0.61 0.30 0.67 双协同作用 

SPEI∩年末大牲畜头数 0.24 0.30 0.63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平均相对湿度∩年末大牲畜头数 0.52 0.30 0.57 双协同作用 

平均相对湿度∩人口密度 0.52 0.07 0.56 双协同作用 

平均相对湿度∩累计造林面积 0.52 0.09 0.53 双协同作用 

年均温∩年末大牲畜头数 0.04 0.30 0.53 非线性协同作用 

坡度∩年末大牲畜头数 0.13 0.30 0.38 双协同作用 

SPEI∩人口密度 0.24 0.07 0.36 非线性协同作用 

Ⅱ
 

坡度∩人口密度 0.26 0.18 0.38 双协同作用 

年均温∩年末大牲畜头数 0.13 0.04 0.37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年末大牲畜头数 0.28 0.04 0.37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累计造林面积 0.28 0.03 0.34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年均温∩累计造林面积 0.13 0.03 0.33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平均相对湿度∩人口密度 0.12 0.18 0.33 非线性协同作用 

坡度∩年末大牲畜头数 0.26 0.04 0.33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人口密度 0.28 0.18 0.32 双协同作用 

SPEI∩人口密度 0.06 0.18 0.31 非线性协同作用 

年均温∩人口密度 0.13 0.18 0.30 双协同作用 

Ⅲ
 

坡度∩年末大牲畜头数 0.28 0.14 0.37 双协同作用 

坡度∩累计造林面积 0.28 0.11 0.32 双协同作用 

SPEI∩年末大牲畜头数 0.27 0.14 0.31 双协同作用 

坡度∩人口密度 0.28 0.08 0.30 双协同作用 

SPEI∩人口密度 0.27 0.08 0.30 双协同作用 

SPEI∩累计造林面积 0.27 0.11 0.29 双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人口密度 0.20 0.08 0.26 双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累计造林面积 0.20 0.11 0.26 双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年末大牲畜头数 0.20 0.14 0.22 双协同作用 

平均相对湿度∩累计造林面积 0.10 0.11 0.22 非线性协同作用 

Ⅳ
 

年降水量∩人口密度 0.30 0.09 0.39 双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累计造林面积 0.30 0.01 0.38 非线性协同作用 

SPEI∩累计造林面积 0.26 0.01 0.37 非线性协同作用 

坡度∩人口密度 0.29 0.09 0.35 双协同作用 

年降水量∩年末大牲畜头数 0.30 0.04 0.35 非线性协同作用 

SPEI∩年末大牲畜头数 0.26 0.04 0.34 非线性协同作用 

SPEI∩人口密度 0.26 0.09 0.34 双协同作用 

平均相对湿度∩累计造林面积 0.20 0.01 0.32 非线性协同作用 

坡度∩年末大牲畜头数 0.29 0.04 0.32 双协同作用 

坡度∩累计造林面积 0.29 0.01 0.31 非线性协同作用 

2.3.3 植被覆盖度驱动因子的风险探测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风险探测器模块可探测各区域 FVC 的空间分布特征，能识别出 FVC 分布情况

最好的区域（置信水平 95%）。FVC 均值越大，各驱动因子的特征更适合植被生长。 

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 FVC 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浑善达克沙

地治理区和农牧交错带呈逐渐增高趋势，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随着

平均相对湿度的增加，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以及

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的 FVC 均值呈现不同的波动状态；但总体而言，随着年降水量、平均相对

湿度的增加，FVC 均值表现为上升趋势，分别在 316.4~486.0 mm、48.4%~57.6%时，FVC 均值达到最

大，表明水分因素在上述范围内促进了植被生长，也证实了水分因素对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生长

的限制作用。随着年均温的增加，京津风沙源 4 个工程区中 FVC 均值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集中在 2.5~7.9 ℃，FVC 均值达到最大，主要原因是气温的升高导致蒸散量增加，而蒸腾作用的

加大，造成植物水分损失，植被生长受到抑制，对于受水分限制地区的植被而言产生不利影响。随着

坡度的升高，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 FVC 均值呈逐渐增加趋势，在 5.08°~54.23°

时，FVC 均值达到最大；农牧交错带 FVC 均值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燕山丘陵山地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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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FVC 均值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坡度>20°时，FVC 均值达到最大，可能的解释

是坡度影响地表径流和排水状况，直接改变土壤的厚度和含水量。随着 SPEI 的增大，京津风沙源工

程区 4 个分区的 FVC 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在-0.6~-0.2 时，FVC 均值达到最大，此范围属于轻微干

旱，而干旱程度的加深会对植被生长带来更大程度的限制。随着造林面积、年末大牲畜头数以及人口

密度的增加，京津风沙源 4 个工程区的 FVC 均值呈波动变化状态，由于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使得

人类活动与 FVC 空间分布的关系更具复杂性，因此，造成人类活动和 FVC 空间分布特征不一致。 

表4  不同分区各驱动因子的适宜限制（置信水平95%） 

Table 4  Suitable limit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partitions (95% confidence level)  

驱动因子 Driving factor Ⅰ Ⅱ Ⅲ Ⅳ 

年降水量 Annual 

precipitation（mm） 

316.4~335.3 (0.33) 405.9~442.7 (0.55) 398.0~404.9 (0.45) 460.0~486.0 (0.56) 

平均相对湿度 Average 

relative humidity（%） 

49.5~57.6 (0.27) 48.4~51.5 (0.35) 56.3~57.1 (0.32) 54.1~56.0 (0.52) 

年均温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2.5~3.5 (0.23) 5.2~6.3 (0.35) 6.5~7.5 (0.34) 6.8~7.9 (0.51) 

SPEI -0.6~-0.3 (0.25) -0.4~-0.2 (0.35) <-0.4 (0.40) <-0.4 (0.53) 

坡度 Slope（°） 5.1~42.0 (0.29) 18.5~54.3 (0.47) 20.6~62.7 (0.44) 24.5~32.9 (0.57) 

造林面积 Afforestation 

area（hm2） 

94231.8~165435.1 

(0.23) 

268946.6~357826.7 (0.34) 86352.5~159385.1 (0.37) 163176.7~240245.6 (0.49) 

年末大牲畜头数 Number 

of large livestock at the 

year-end（×104） 

167.1~207.9 (0.27) 48.2~87.3 (0.36) 0~6.8 (0.33) 0~5.6 (0.51) 

人口密度 Population 

density（person·km-2） 

9.6~11.3 (0.25) 109.6~139.8 (0.46) 145.3~192.7 (0.34) 561.5~922.8 (0.54) 

括号中数值为各驱动因子在适宜限制范围内对应的 FVC 均值 The value in parentheses was the mean value of FVC corresponding to each 

driving factor within the appropriate limit range. 

3  讨    论 

本研究利用 FVC 数据探讨了京津风沙源不同分区 FVC 的分布状况，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分

析了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和不同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总体来看，2000—2018 年，京

津风沙源区植被覆盖度趋于增加，但空间异质性较大。其中，北部干旱草原治理区处于干旱、半干旱

气候区，年降水量小于 200 mm，水分缺乏且蒸发量大，水热组合不均[33]，再加上人类的过度放牧和

工矿建设，导致 FVC 最低。其次，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 FVC 较低，该分区是京津风沙源工程

的重点治理区域，土壤疏松，扬沙起尘情况严重，加上不合理的放牧和毁林毁草开垦，致使 FVC 较

低，因此，该区域变放牧为圈养、退耕还林等工程治理措施仍需要继续推动[38]。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

FVC 均值略高于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结果可知，坡度对该分区 FVC

的影响仅此于年降水量，而坡度作为地形因子，虽然对 FVC 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坡度的平峭会影响

水土的保留，水土的多寡会直接影响地表植物的种类与多少 [39]，从而影响 FVC 的空间分布，因此

FVC 较高。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FVC 最高，可能是因为该区域的植被类型以落叶、阔叶乔木为

主，属于半湿润区，为植被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水热条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FVC。 

京津风沙源区应在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分区治理。各分区采取不同的治理对

策和措施，如采用草畜平衡、退耕还林等植被修复技术来恢复生态，通过移民搬迁来控制人口对资源

环境的过度利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40]。本研究采用人口密度代表生态移民政

策，累计造林面积代表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等措施，对于小流域治理、草地治理等措施仍

缺乏有效的数据来分析这些措施对京津风沙源区植被变化的影响机制[41]；随着财政资金对京津工程的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研究过程中仍然缺乏有效的经济数据支撑。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针对不同治理区

采取的不同措施和对策，选取更加具有科学性、代表性的各项宏观政策数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通过改善和优化京津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减轻了风沙灾害，带动了

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京津风沙源区的生态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工程治理区尚有大面积

未治理的沙化土地需要治理，沙尘天气对京津地区的危害仍没有得到根本遏制[41]。因此，为了巩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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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建设成果，从根本上遏制京津地区沙尘危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继续推进京津

风沙源工程二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4  结    论 

2000—2018 年，京津风沙源区 FVC 呈上升趋势，FVC 均值为 0.30，增长速率为 0.013·.10 

a)-1，植被增加率为 8.2%。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FVC 较高的区域集中在燕山丘

陵山地水源保护区，其次是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和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FVC 较差的区域集中

在北部干旱草原沙地治理区。 

京津风沙源区各驱动因子对 FVC 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差异，年降水量是控制北部干旱草原沙地

治理区、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区、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解释力分

别为 61.2%、28.2%、30.1%。坡度是控制农牧交错带沙化土地治理区 FVC 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

素，解释力为 28%。其他因子对 FVC 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京津风沙源不同分区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是以双协同作用和非线性协同作用为

主；同时，本研究揭示了各驱动因子最适宜植被生长范围，更好地了解了各驱动因子对 FVC 的影

响，为认识 FVC 空间分布的变化提供了必要参考。 

风险探测器识别的适宜植被生长范围为年降水量 316.4~486.0 mm、平均相对湿度 48.4%~57.6%、

年均温 2.5~7.9 ℃区域，而其他驱动因子则在不同分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判断京津风沙源不同

分区适宜植被生长的范围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分区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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